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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何在？

———基于ＥＨＡ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实证分析
匡贞胜

摘要：
【问题】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其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具体而言，

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１）２０１０年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逻
辑是否已经超越了强经济导向？（２）与政治或治理相关的国家重大
战略等因素是否正在影响中国政区改革的实践？

【方法】本论文基于事件史分析（ＥＨＡ）方法的离散时间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风险模型，
运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县（县级市）调整的事实，提出并检验了行
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空间区位以及国家治理的关联。

【发现】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但被政治与空间治理逻辑弱化。
不同类型县级政区调整存在一定的逻辑分异：（１）撤市设区呈现出
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撤县设区则是强地级市—强县模式，不
同类型政区初始条件差异会影响设区逻辑；（２）撤县（市）设区
发生在重点城市群的概率较大，而撤县设市更可能发生在边境地区。

【结论】县级政区改革对国土空间治理有重大影响，中央正通过对涉及国家
战略、边境海防、城镇化、城市群的重点区域进行地域重构与权力
重组，以全方位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然而，未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会逐渐显现，解决空间治理问题不一定需要频繁运用
政区调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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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县级政区改革与城市群构建、市域治理以及特大镇扩权密切相关，应充
分重视其在推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

!

　 运用区划调整手段处理空间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须在尊重市场
配置资源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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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转变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中国启动了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民政部发布

的信息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中国进行了２７６项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其
中撤县设区９８项，撤市设区２１项。同时，中国还重启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冻结的“撤县设市”，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间共有３２个县完成了“县改市”（如图
１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矛盾冲突，
破解诸侯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现象（刘君德，２００６），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如撤县设
市、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等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导向，行政区划格局的变
迁更多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口与产业集聚等因素影响（朱建华等，
２０１５），体现地方政府的自发需求。然而，自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重启“县改市”
以来，新疆先后依托建设兵团设立了铁门关、双河等县级市，并于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分别对吐鲁番、哈密两地撤地设市；２０１２年海南设立地级三沙市；２０１３
对青海海东地区撤地设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对西藏的日喀则、林芝等进行了撤地
设市。这一系列调整虽也有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意图，但似乎在较大程度
上存在对国家陆疆边境治理与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考量。

图１　 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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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近年来政区改革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
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本文试图在分析近年来政区改革新现象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探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２０１０年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逻辑是否真的
已经超越了强经济导向？二是与政治或治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等因素是否正
在影响我国政区调整的实践？

对于行政区划改革，学界的研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飞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
快速推进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逻辑的变迁，具有典型的问题驱动型特点。中国
当代行政区划研究起源于对“行政区经济”现象的探讨（刘君德，２００６），通
过研究行政区经济形成的问题、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来指导行政区划调整，侧
重于经济相关因素的分析，如李开宇（２０１０）运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 ＥＴＭ影像评估经
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张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关系；唐为、王媛（２０１５）与
李郇、徐现祥（２０１５）通过ＤＩＤ法分别研究了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与行政区
划调整的关系。另一个研究视角是通过对行政区划时空演变的描述，归纳其内
在动因。赵彪等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通过ＧＩＳ方法对县级政区调整规模、半径、
数量等的研究发现，县级政区演变受山脉与河流走势的影响较大，市辖区设置
遵循“沿海—沿江—沿大城市群”的方向，县级市表现出“东中部—西部—沿
边”的趋势。叶林、杨宇泽（２０１７）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后指出，中国城
市行政区划调整存在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和公共服务导
向的治理逻辑，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导向，对政治与公共服务导向的行政
区划调整研究不够。朱建华、修春亮（２０１９）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特征进
行了ＧＩＳ分析，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自然地理等因素对其格局产生
了重要影响。此外，林拓、申立等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通过对２０１０年后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现象的观察，发现政区调整的政治与治理逻辑逐渐
凸显，国家战略成为政区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对行政区划调整特
征的现有分析侧重于直观的空间分布观察或个案分析，而对其驱动因素的剖析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基于区域经济或社会发展态势基础上的主观判断，
缺乏较为严谨的大样本对比量化分析。本文承接学界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现象及
其背后驱动因素的研究，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并运
用全国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对前述两个问题进行检验，以初步厘清近年来
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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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便于管理而将国土分级划分成若干区域并相应建立各
级行政机关，进行分层管理的区域结构，是国家权力在空间的投影，也是国家
治理体系建设的空间基础，地方政府的各级行政、经济、社会等管理体制都与
行政区划体制紧密相关（刘君德等，１９９９：３）。在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
结构下，由于行政与政治过程高度一体化，政治权力的重构能够通过行政区划
调整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的行政区划已经超越了对广袤国土范围划分的范畴，
行政区划体制本身被细化为空间范围、行政等级、政府驻地、隶属关系、政区
性质等诸多要素，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工具和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王开
泳、陈田，２０１８）。本文以不同类型政区在空间、政策、组织、权限等方面的差
异分析为基础（王开泳等，２０１９；匡贞胜，２０２０），在综合归纳学界行政区划驱
动因素的理论研究基础上，阐述其对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城市群建设以及
国家战略实现的影响，然后提出并检验研究假设。

（一）经济增长与行政区划调整

经济因素对行政区划调整的驱动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土地、财政、政策等要
素的配置体现出来。不同于大部分西方国家土地私有且可以在市场上平等交易，
行政区划调整对社会的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由于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度，
行政区划本身会影响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刘君德、范今朝，２０１５）。在“十八
亿亩耕地红线”的硬约束下，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稀缺
资源。由于政区类型不同，建设用地指标有比较大的差异。譬如县作为传统的
地域型政区，以“三农”为主导，可供二三产业发展的建设用地指标最少；县
级市以城市建设为主，兼顾农村发展，建设用地指标有所增加；区是真正的城
市区域，是设区市（地级市与直辖市）城区分块进行城市管理的地区，建设用
地指标由设区市统筹。因此行政区划调整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指标
和土地收益，进而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空间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中国行政
区划体系中不同类别与层级的政区享有差异性的政策供给，这种政策差异体现
在公共服务、财税金融、土地管理等诸多方面（见表１）。政策差异的存在意味
着行政区划具有很强的要素资源配置功能。因此，产业结构与形态直接影响行
政区划调整的类型，而行政区划调整也反过来通过土地、财政等路径作用于地
区的产业发展（匡贞胜，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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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类型的县级政区政策供给差异
政策领域 县 县级市 市辖区

财税
金融

独立性
较独立，有独立户头
的一级财政，财政资
金与结算与省财政
直连

独立，有独立户头的
一级财政，财政资金
与结算与省财政直连

不独立，无独立财政
账户（部分新设区除
外），不能直接与省级
财政账户对接

财政上解比 较低 低 高
转移支付比 较高 高 低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 ７％ ７％

土地
利用

独立性 较独立，土地征收、
供应、审批自主负责

独立，土地征收、供
应、审批自主负责

不独立，市辖区各类
园区必须纳入所在城
市统一管理与供应

受限情况
基本农田保护，建设
用地指标、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计划指标
受限

建设用地指标增加
土规空间增加，建设用
地面积扩大，耕地占补
平衡指标市里统筹

审批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审批权
限较小

建设用地面积审批权
限比县大 ———

用电
用气 指标额度低 指标额度中等 纳入城市市区统筹

资料来源：根据匡贞胜（２０２０）整理而成。

基于“行政区经济”的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必然助推行政区划改
革，同时，行政区划调整要与经济基础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李春安，２００７）。
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区划关系是否协调（周伟林等，２００７），行政
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构成了行政区划
调整的重要动力（叶敏，２０１２）。改革开放早期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类
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多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国各地区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相一致（罗震东，２００８）。因此，城市经济管理权限受限制、土地指标
紧缺、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域型政区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迫切希望通过行政
区划调整获得更大的经济、财政、社会管理主动权以及一系列附加在城市型政
区上的产业支持政策，以进一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城市型政区如县
级市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一般为撤市设区）的产业政策、财政等方面受益
较少，缺乏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内在驱动力。基于学界已有对经济发展与行政
区划调整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Ｈ１：工商业较发达且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域型政区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发展的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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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更有可能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Ｈ２：工商业较发达且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型政区独立性强且管理权限较多，

调整动力较弱，区划调整的概率较低。
Ｈ３：农副产业为主导的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动力较弱，推动行政区划调整

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二）城镇化、城市群与行政区划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４０余年高速城镇化过程，这其中伴随着行政区划体
制的大规模改革，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我国行政区划特别
是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要动因和关键动力（Ｃｈａｎ，２０１０），不管是县改市、镇改
街道还是撤县（市）设区都是不同城镇化方式下的政区改革措施（谢涤湘，
２００９）。与西方国家自治城市建制的路径不同，在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
通过对城镇附属的等级、职位、人事、权力、政策等的配置，以实现对地方的
控制。城镇发展及其相应的城市体系状况直接与国家公共权力的空间配置方式
密切相关，发展动力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干扰和影响，形成了政区体系与城市
体系高度同构的空间逻辑（范今朝，２００４：７６）。在中国的政区设置中，县是传
统的农业型政区，从地理形态来看，以乡村社会为主；而县级市或区是城市型
政区建制，以发展二三产业、进行城镇建设与城市管理为主。因此，不同类型
行政区划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差异（见表２），这些组织资源的配置会对城市建
设产生重要影响（匡贞胜、虞阳，２０２０）。

表２　 不同类型政区管理权限差异对比
事务权限 市辖区（直辖市） 市辖区（地级市） 县级市

政策与计划编制 有 无 有
社会保障 有 无 有

电力与煤气供应 无 无 有
公路与桥梁 无 无 有
公共交通服务 有 无 有
交通管理 有 无 有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无 无 有
污水收集与处理 无 无 有
环保规划 无 无 有

资料来源：根据匡贞胜、虞阳（２０２０）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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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类型行政区划差异的客观存在，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治还
是之后的城乡合治，行政区划调整始终是调节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马彦琳，
２００６）。进入２１世纪，城镇化与城市群相辅相成，城市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以特大型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激发了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城市化
战略因此越来越向县域城市化与大城市群倾斜（叶敏，２０１２）。中国行政区划调
整与城镇化与城市群建设密切相关，这不但体现在中国城市体系与西方国家自
治城市建制的路径不同，更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政区对城市管理的差异之中。由
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中国城市之间以纵向协调为主导，内部倾向于形成封
闭运行的经济体系，横向协调的动力与机制严重缺乏，这极不利于超大型城市
群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运用行政区划调整手
段来缓解城市之间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基础设施重复
建设、规划衔接以及边界管控等问题，通过撤县（市）设区、改变隶属关系、
撤镇设街道等方式推动外部问题内部化，把横向协调问题转变为纵向管理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Ｈ４：城镇化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城镇化发展迅速的政区更有
可能调整行政区划。

Ｈ５：城市群建设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驱动力量，位于重点城市群的政区
更可能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三）国家战略与行政区划调整

强经济导向的驱动逻辑固然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特征，然而却难以解释
近年来诸多经济效益并不是很好的西部地区县级政区频繁调整的事实。行政区
划作为国家公共管理的空间架构，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团结、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行政管理效率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对近些年县
级以上政区调整的动态变化观察后发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似乎正在发
生变化（林拓、王世晨，２０１７），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虽然相似，但空间重
构的逻辑却在逐步转变，国家战略对政区格局的影响在加深，政区改革更加注
重系统性，行政区划调整不再仅仅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个政策
工具，而是在整体上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体制与
空间基础（林拓、申立，２０１５）。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影响
可能超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是简单的国家领土结构安排，更
是与国家政治结构体系联系紧密，在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政
府权力与利益划分方式（胡德、刘君德，２００７）。因此，单纯从经济发展或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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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视角解释行政区划调整逻辑似乎不够全面，政治与治理导向的行政区划调整
逻辑正在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已经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动因（赵聚军，
２０１２）。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的提出以及重点城市群、主体功能区、边疆治理与海洋发展等建
设，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服务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赵聚军，２０１６），以提升国
防安全和发展海洋战略，强化国家空间治理水平（林拓、申立，２０１６），改善中
国地缘环境与地缘政治格局。

国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进行空间治理，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是
因为不同类型政区之间的行政权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通过改变地区行政类
别可以提升地方空间治理能力。譬如，当前我国的市分为三层（直辖市、地级
市、县级市）五级（省级、副省级、地级、副地级、县级），此外还有计划单列
市，根据层级配置了差异化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我国副省级城市代管的县
（县级市）只是处级，但改区后就是副厅级；直辖市代管的县改区后则是正厅
级。政区类型不同会影响官员的行政等级，如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可以高配一级
或进入所在地级市常委，而县委书记则一般没有这类待遇。不同的政区层级或
政区类型会有不同的审批权限。如县级市比县有更大的建设用地审批权限，县
级市比县有更大的经济立项（额度方面）审批权力，县级市比县有更大的外资
项目审批权。等级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对等的行政级别、政治地位、政策供给、
空间规模等，由此影响官员的行政层级与待遇、公共事务的审批权限以及城市
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基于国家战略与行政区划调整之间的关联，本文提出以下
两个研究假设：

Ｈ６：国家的重大空间战略对政区调整有着重要影响，位于国家战略关联地
区的政区更有可能推动行政区划调整。

Ｈ７：国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重塑边境空间，位于边疆的政区比内地的政区
更可能进行调整。

此外，由于县、县级市、区等政区初始类型不同，经济基础各异，区域差
异明显，加上国家政策目标的引导，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反映了城镇化不
同的发展方向。如撤县设市一般是为了推动小城市发展，形成多中心的城镇化
模式；撤县（市）设区则是扩大中心城市空间范围，推动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
市群建设。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８：政区初始条件以及调整目标会限定政区改革的路径，不同类型政区调
整体现出不同的逻辑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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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ＥＨＡ理念与方法的应用进展

事件史分析（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ＥＨＡ）的目标是解释个体行为在
特定时间点发生的变化，事件史就是在特定时期内个体是否经历某个事件的记
录。ＥＨＡ的理念与方法最先应用于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主要
用来分析和处理动物或电子元件在实验中的反应。事件史分析在生物医学领域
又被称为生存分析方法，这是由于这类实验过程一般具有“事件”和“截断”
两个关键特点，“事件”指实验动物的死亡（或电子元件故障），“截断”是指
在实验结束之前（由于各种原因）还存活的动物数据（或还没失效的电子元
件）不再成为观测的对象。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开始应用马尔科
夫过程理论，并通过连续时间的马尔科夫模型来研究社会现象变化过程中个体
事件的分布情况（Ｔｕｍａ，１９７６）。在满足以下两个假设前提下：１）事件为离散
型，表示为存在／不存在或是／否之类的二分变量；２）时间为离散型，风险率在
一个时间区间内是常量，或者虽然风险率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只在固定时点观
测或更新。“离散时间”的ＥＨＡ统计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首先定义离散时间的风险率：
Ｐｉｔ ＝ Ｐｒ ［Ｔｉ ＝ ｔ Ｔｉ≥ｔ，Ｘｉｔ］ 　 （３ １）

表示在风险集（Ｔｉ≥ｔ）中某一事件（Ｔｉ ＝ ｔ）发生的概率，然后建立风险率
与时间以及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常用的是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ｌｏｇ ［Ｐｉｔ ／ （１ － Ｐｉｔ］ ＝ α０ ＋ β ｉＸ ｉｔ 　 （３ ２）
式中，Ｐｉｔ表示一个事件ｉ在时间ｔ发生的概率，ｌｏｇｉｔ （Ｐｉｔ）表示ｌｏｇｉｔ对数转

换后的概率，Ｘｉｔ表示影响事件ｉ的自变量Ｘ在时间ｔ的值，β ｉ表示自变量相关系
数，α０表示常数项。风险模型可以用二分数据分析方法来赋值，即把每个个体
都看作一个独立的观察对象，若在观察期内有事件发生，因变量取１，否则取值
为０。

“离散时间”的ＥＨＡ统计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如在社
会学领域用来分析生命历程中阶层流动、地位获得等事件，引发了生命历程研
究领域的重大突破（Ｍ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近年来，ＥＨＡ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政策评估，如对政府效能（吴建南等，２０１４）、住房制度（吴开泽、魏万青，
２０１８）、专利资助（朱多刚、郭俊华，２０１６）等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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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成果。
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典型的“离散时间”ＥＨＡ特征。一般来说，在一段较长

时间保持稳定，调整不具有重复性，大多数为一次性事件；行政区划调整本身
具有离散型，调整时间也是离散的，并同时受到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但由于影响因素的数据更新具有时间性，我们仅能从固定时点观测
这些因素。因此，本文借鉴事件史分析的理念与方法，对我国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县
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进行量化分析，试图解答前文中提到的两个主要问题。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基于对行政区划调整理论的分析，本文运用ＥＨＡ方法构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来验证前文假设。根据研究假设，构建了以下模型：

ｌｏｇ ［Ｐｉｔ ／（１ － Ｐｉｔ）］＝ α０ ＋ β１ Ｆｉｒ＿ ｉｎｄｉｔ ＋ β２ Ｓｅｃ＿ ｉｎｄｉｔ ＋ β３ Ｆｉｎｉｔ） ＋
β４ Ｆｉａｉｔ ＋ β５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ｔ）＋ β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 β７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 　 （３ ３）

县级与县级以上政区调整由国务院负责审批，最能反映中央在全国层面的
意向，同时由于县级政区是改革的重点，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县级政区的调整。
为了保持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仅以县与县级市行政区划调整为研究对
象（限定为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市设区三类）进行考察。式中，Ｐｉｔ表示县
级政区是否调整的概率，α０表示常数项，Ｆｉｒ＿ ｉｎｄｉｔ、Ｓｅｃ＿ ｉｎｄｉｔ分别表示政区ｉ在ｔ
年第一与第二产业增加值，Ｆｉｎｉｔ、Ｆｉａｉｔ表示政区ｉ在ｔ年财政收入、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的值，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ｔ表示政区ｉ是否位于边境或海疆，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表示政区ｉ在ｔ
年是否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区域，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ｔ表示ｉ政区是否位于三纵两横重点城市
群，所有非虚拟变量都采用其对数形式进入模型。相关变量的界定与取值如下
表３所示。

表３　 模型变量设定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意义

因变量 县级政区调整 Ｐｉｔ

虚拟变量，判断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县级政区是否
调整（限定为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市设区三
类），若调整则为１，无变动则为０

待检验
变量

第一产业增加值 Ｆｉｒ＿ ｉｎｄ
第一产业增加值，以总量（万元）和密度的形式表
示（万元／平方公里）

第二产业增加值 Ｓｅｃ＿ ｉｎｄ
第二产业增加值，以总量（万元）和密度的形式表
示（万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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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意义

待检验
变量

财政收入 Ｆｉｎ
财政收入，以总量（万元）和密度的形式表示（万
元／平方公里）

固定资产投资 Ｆｉａ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以总量（万元）和密度的形式
表示（万元／平方公里）

边境或海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虚拟变量，判断因变量是否位于边境或沿海地区，
若是则为１，否则为０

国家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虚拟变量，判断因变量是否位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间国
家区域战略（包括２０１３年提出的一带一路、２０１４
年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２０１６年提
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地区，若是则为１，战略
叠加区域按照战略多少依次取２，３…，否则为０

城市群 Ｃｌｕｓｔｅｒ
虚拟变量，判断因变量是否位于《国家主体功能区
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的三纵两横重点城市群，若
是则为１，否则为０

注：作者自制。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的中国县与县级市为考察对象（不包括台湾地区，
下同），对于新疆自治区的阿拉山口、铁门关等由于缺乏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
予以剔除，８年间有效调整事件１３９起。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从申请到批准是一个
较长的过程，使用ｔ － １期滞后数据。２００９年进入观测期的县市有１８３１个，当
县市ｉ政区在ｔ年调整后，其数据不再进入观测组；民族型县级政区调整受法律
限制，因此予以剔除；少数县市数据缺失，最终有效观测县市数为１７１７个，共
建立了１３４１９个“县（县级市）—年”观测点。

本文县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
县市面积等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７）》，由于缺乏县级的
ＣＰＩ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用县市所在省的ＣＰＩ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以２００９年为基期调整。西藏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缺失，以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替代。对县市是否位于陆海疆、是否属于国家战略重点
区域、是否位于三纵两横重点城市群的判断来自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等官方文件。表４为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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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被观测县市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Ｆｉｒ＿ｉｎｄ ２２４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３５９８ １３９００００

Ｓｅｃ＿ｉｎｄ ７５３０００ １０９００００ ０ ４４１ １ ７１ｅ ＋ ０７

Ｆｉｎ ９０９６７ １１ １４５０００ ７１ ０３６ ３１９００００

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３２３８ ４４ ７９８８ ０５ ５６ ２０２０００

ｉｎｄ＿ｏｕｔｐｕｔ ２３７００００ ４４３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８ ３８ｅ ＋ ０７

Ｆａｉ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１ ３３ｅ ＋ ０７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１９９ ０ ４１５ ０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 １３９ ０ ３４６ ０ １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０ ０９１ ０ ２８８ ０ １

注：作者自制，其中Ｆｉｒ＿ｉｎｄ，Ｓｅｃ＿ｉｎｄ，Ｆｉｎ，ｉ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Ｆａｉ的单位为万元，Ｌａｎｄａｒｅａ的单
位为平方公里。

四、结果分析

（一）基本分析

本文首先以县级政区全体样本进行模型参数估计，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分别在不考虑（模型１与模型２）与考虑县市面积（模型３与模型４）的情况下
对参数进行了估计，其中模型１与模型３不包含任何虚拟变量，模型２与模型４
包括所有的待验证假设变量。ＥＨＡ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县市调整面板数据ＥＨＡ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Ｆｉｒ＿ｉｎｄ
－ ０ １５２

（－ １ １７）
－ ０ ２４５

（－ １ ７５）
－ ０ ２３１

（－ １ ８９）
－ ０ ３０３

（－ ２ ２１）
Ｓｅｃ＿ｉｎｄ

－ ０ ２９０

（－ ２ ０３）
－ ０ ０４９

（－ ０ ２７）
－ ０ ３０８

（－ ２ ２４）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６）
Ｆｉｎ

０ ４２６

（２ ６１）
－ ０ ２４４

（－ １ ３５）
０ ４３２

（２ ７３）
－ ０ ２７１

（－ １ ５３）
Ｆａｉ

０ ９１７

（４ ８０）
０ ６８３

（３ ４０）
０ ６４７

（３ ７６）
０ ６２０

（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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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８８８

（５ ４９）
０ ９３９

（５ ９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１０２

（９ ８９）
２ １４９

（１０ １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０ ６３０

（２ ７６）
０ ６６７

（２ ９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６ ２３５

（－ １０ ２９）
－ ８ ８１９

（－ ５ ５１）
－ ７ ３４９

（－ １２ ６０）
－ ７ ２２１

（－ １１ ７６）
Ｎ １３４１９ １３４１９ １３４１９ １３４１９

Ｌｏｇ ｌｉｋ． － ７１０ ０９ － ６３４ １３ － ７２０ ０９ － ６３４ ７３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 １１７ ７０ ２６９ ６２ ９７ ７０ ２６８ ４２

注：作者自制，括号内为ｔ统计量的值，、、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下同。

县级政区调整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但被其他逻辑削弱。第一产业（Ｆｉｒ＿ｉｎｄ）
在模型２、３、４中参数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第一产业较高的县市进行政区调
整的可能性确实相对较低，基本验证了Ｈ３。因为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是农业型
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转变，第一产业较高的县级政区保持稳定的概率较高。第
二产业（Ｓｅｃ＿ｉｎｄ）变量的参数显著，但符号却与理论假设相反，且明显受到国
家重大战略、边境以及三纵两横重点城市群建设等变量的影响，因此二产较大
的县市不一定更有可能进行政区调整。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对财政收入（Ｆｉｎ）变
量参数估计上，在不引入虚拟变量的情况下，财政收入较高的县市确实更有可
能进行政区调整，但这一结果受到三个虚拟变量的强烈影响。事实上，从近几
年新疆、西藏、东北等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行政区划频繁调整基本可以发现与
经济密切相关的产业、财政等因素虽然依然在影响行政区划调整，但其他非经
济因素已经占据主导。可见，县级政区调整的强经济逻辑已被其他逻辑削弱，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解决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已经不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唯一重
要影响因素。

与此同时，城镇化确实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关键动力。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Ｆａｉ）与三纵两横城市群（Ｃｌｕｓｔｅｒ）这两个变量参数估计可以看出，城镇化确
实是驱动县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强大动力。城镇固定资产投资（Ｆａｉ）变量参数无
论在哪一个模型中都在１％水平下显著，验证了Ｈ４，说明城镇固定投资较高的
县市确实更有可能进行政区调整。Ｃｌｕｓｔｅｒ的参数在模型２与模型４中都在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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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显著，验证了Ｈ５，三纵两横重点城市群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确实是２０１０
年后中国县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地区。从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可以发现，中
国的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已经超越了单个城市的范围，正沿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轴线形成城市群与大都市区的空间格局。如珠三角城市群中广州的从化与增城
进行了撤市设区，深圳光明新区与坪山新区通过设立市辖区实现了功能区到行
政区的转变，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成渝城市群中重庆璧山、开县、武
隆等９个县在短短６年内完成撤县设市，成都推动了郫县、双流撤县设区并通
过调整隶属关系代管了简阳市，中心双核结构更加突出；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
望城撤县设区、宁乡撤县设市，株洲撤县设立渌口区，城镇化趋势明显加快。

国家战略对县级政区行政区划调整影响较大。国家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参数在
模型２与模型４中都在１％水平下显著，验证了Ｈ６，表明近年来国家的重大区
域性或全球性战略正强烈影响中国县级政区的调整空间与节奏。近些年国家通
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
略，正在对中国区域空间进行重构。如河北石家庄在２０１４年撤销桥东区并推动
藁城、鹿泉、栾城３县撤县设区，同时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间分别完成张家口万
全、保定满城、徐水等县级政区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动作之大较为罕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明显。

边境与海疆地区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边境海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参数
在模型２与模型４中都在１％水平下显著，验证了Ｈ７。边疆安全是实现地缘政
治目标的重要因素，为了强化国防建设与国际交流，市制被引入边境地区行政
区划改革的实践中（林拓、王世晨，２０１７），以推动边疆治理转型与权力重构。
如２０１２年以来对阿拉尔、铁门关等多个新疆建设兵团进行设市，对西藏日喀
则、林芝、昌都、山南等地区进行撤地建市，以扩大这些地区的立法权与自主
性，提升其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县级政区行政区划
调整正是对国家战略的回应与贯彻落实，表明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正逐渐
超越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的“行政区经济”模式，逐渐开始综合考虑经济、
政治、社会等综合性因素，行政区划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国推进边境
与海疆空间治理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二）分类分析

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代表城镇化不同的发展模式。此外，虽同为县级
政区，但县与县级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
通过分类更进一步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以下按照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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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撤县设区、撤市设区、撤县设市三种类型进行参数估计（自变量以密度形式
进入模型）。ＥＨＡ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类别县级政区调整面板数据ＥＨＡ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变量 （５）撤县设区 （６）撤市设区 （７）撤县设市

Ｆｉｒ＿ｉｎｄ
－ ０ ４８４

（－ ２ ５１）
０ ４６４

（１ ３７）
－ ０ ９１９

（－ ３ ４７）
Ｓｅｃ＿ｉｎｄ

０ ３６１

（１ ５２）
－ ０ ８５１

（－ ２ ２１）
０ ７００

（１ ９１）
Ｆｉｎ

－ ０ ２４７

（－ １ １３）
０ ３３１

（０ ７４）
－ ０ ５０５

（－ １ ４８）
Ｆａｉ

０ ８０６

（３ ２８）
０ ０５２

（０ １２）
０ ５４２

（１ ３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６５９

（３ ４５）
０ ６２１

（１ ７５）
１ ７０５

（４ ６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３１５

（８ ６６）
２ ６０９

（５ １４）
０ ７０５

（１ ３６）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０ ２４７

（０ ７１）
０ ６０２

（１ ４６）
２ １０３

（４ ７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９ ８３９

（－ １１ ３３）
－ ４ ９０７

（－ ３ ５１）
－ ８ ５３０

（－ ７ ３９）
Ｎ １０４０６ ２８０８ １００９７

Ｌｏｇ ｌｉｋ． － ３８７ １９ － １３７ ００ － １５０ ０３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５０ ２７ ４８ ９６ ６１ ８９

撤市设区呈现出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中心城市主导城市群建设进程。
撤市设区Ｓｅｃ＿ｉｎｄ参数显著且符号为负，验证了Ｈ２，工商业经济实力较弱的县
级市更可能被地级市兼并。此外，撤县（市）设区模型的Ｃｌｕｓｔｅｒ指标均显著，
表明中心城市主导城市群建设进程。在中国县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中，撤
市设区往往意味着中心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管理权限的上移。经济或财政能力弱
的县级市由于在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需要地级市的大力支持，因
此谈判能力较弱，更容易被中心城市兼并，而经济能力强的县级市由于依靠自
身财政就可以解决域内的各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问题，被兼并的概率相对较
小且遇到的阻力较大，或者即使被兼并但仍能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如杭州萧山、
常州武进等地撤市设区后在土地、规划、财政等多个方面依然保持很强的自主
性。作为对比，撤县设市Ｓｅｃ＿ｉｎｄ参数显著且为正，验证了Ｈ１，二产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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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型政区确实更有可能调整为城市型政区，同时Ｃｌｕｓｔｅｒ指标不显著，显示
出两种行政区划调整类型的逻辑存在分异，验证了Ｈ８。

县与县级市的设区逻辑存在差异，显示出不同类型政区的初始条件会影响
行政区划的调整节奏。撤县设区与撤市设区在Ｆｉｒ＿ｉｎｄ、Ｓｅｃ＿ｉｎｄ、Ｆａｉ三个变量参
数估计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撤县设区Ｆｉｒ＿ ｉｎｄ显著且符号为负而撤市设区不显
著；撤市设区Ｓｅｃ＿ｉｎｄ显著且符号为负但撤县设区Ｓｅｃ＿ｉｎｄ不显著；撤县设区Ｆａｉ
显著而撤市设区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虽然都是通过设区的方式与区域中心
城市融合发展，但县与县级市在经济基础、财政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因存
在初始条件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调整逻辑。一般来说，县级市本来就是以工商
业为主，第一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且财政收入较强；县则是传统的农业型区域，
工商业只是配套，财政实力一般较弱（农业税取消后更是如此）。因此可以发
现，撤市设区呈现出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但撤县设区却是强地级市—强
县模式，一产规模较小、二产规模较大且财政实力相对较强的县更有可能成为
地级市城市区域的一部分。

撤县设市分布在陆疆与海疆地区的概率更大，但撤县（市）设区则不然。
撤县（市）设区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指标不显著，但撤县设市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指标显著，显示设区
与设市这两种不同类别行政区划调整逻辑的差异，再次验证了Ｈ８。由于位于陆
疆或海疆的县级政区一般离地级市核心区较远，撤县（市）设区并不现实。为
了加强对边境口岸以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国家主要通过设市的方式赋予其更大
的自主权与发展空间，强化这些地区的发展能级，以推动边境口岸地区的发展。
如位于东北亚边界地带的黑龙江抚远与东宁、吉林扶余以及位于东南亚边界地
带的云南腾冲与泸水、广西靖西等地都进行了撤县设市。研究假设验证如表７所示。

表７　 研究假设验证情况
假设序号 假设内容 验证情况
１ 工商业较发达且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域型政区更有可能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验证
２ 工商业较发达且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区划调整的概率较低 验证
３ 农副产业为主导的政区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部分验证
４ 城镇化发展迅速的政区更有可能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部分验证
５ 位于重点城市群的政区更可能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部分验证
６ 位于国家战略重点地区的政区更有可能推动行政区划调整 部分验证
７ 位于海疆或陆疆的政区比内地的政区更可能进行调整 部分验证
８ 不同类型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可能存在差异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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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行政区划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已经超越了对广袤
国土范围划分的范畴，成为国家空间治理的一个工具。因此，中国的行政区划
不仅是简单的国家领土结构安排，更是与国家政治结构体系联系紧密，在其背
后隐藏着一种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政府权力与利益划分方式。在过去的４０年
中，行政区划及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中国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方面地缘环境与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国内各个政区之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急需构建新的横向合
作关系，行政区划在这个过程中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理论研究
与实证分析，阐述了经济水平、城镇化、城市群、国家战略、空间区位等因素
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关系，发现不同类型行政区划调整存在逻辑差异，经济因素
对行政区划调整的驱动作用在弱化，“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纵两横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等国家规划成为县市
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驱动力，行政区划调整正在服务于新情境之下国家边境海
防建设，推动地域重构与权力重组。

郡县制则天下安，县级政区改革与城市群构建、市域治理以及特大镇扩权
密切相关，应充分重视其在推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然而，虽
然当前运用区划调整手段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治理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
与有效性，但未来中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会逐渐凸显，行政区划对地
区资源的支配作用将减弱，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政策工具可
能产生殊途同归的治理效果。因此，解决当前空间治理问题的路径还有很多，
鉴于行政区划调整冗长的审批流程、高昂的社会代价且体现出行政配置资源的
倾向，未来不一定需要频繁运用行政区划调整手段来调节空间经济发展问题。

此外，由于方法与数据的限制，一些特殊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如新疆建
设兵团设市、新设立地级市、管辖关系变更等无法进入模型；由于相关数据处
理规模过于繁杂，市辖区调整（区区合并、区县合并、分拆等）也没有被纳入
模型；此外，与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的人口、城镇化率等因素由于县级常住
人口数据严重缺失而暂时无法分析。因此，本文对县级以上政区行政区划调整
的考察只是一个开始，相关量化分析还不够全面细致，县级政区数据收集与理
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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